
 

市场准入管制放宽与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
−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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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积极财政政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协同推进的背景下，文章从隐性税负即企业因享

受税收优惠而在竞争性市场中承受更低的税前回报的视角切入，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

实验，系统考察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对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通过强化企业隐性税负显著提升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该效应主要通过产品市场竞争激活与要

素配置优化的双重路径，提升资源向税收优惠地区或行业配置的效率；该效应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环境、强度较低的税收征管环境以及战略差异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为理解市场准入改

革如何通过强化隐性税负提升财政政策效能提供了新视角，对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经济体制

改革与财政政策协同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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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载体，旨在通过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特定领域

发展来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减负输血”，而是通过税基让渡构建政策导

向型的资本流动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向目标领域定向集聚。因此，政策效能的有效释放不仅依

赖显性税负的调整，更关键在于其引发的隐性税负形成的动态均衡过程：政策改变资本的相对

回报预期，引导其流向目标领域，促使企业调整决策以加速资本集聚，强化该领域市场竞争；

激 烈 竞 争 又 迫 使 企 业 提 升 效 率 、 降 低 价 格 或 加 速 创 新 ， 导 致 领 域 内 平 均 税 前 收 益 率 系 统 性

下 降 ； 最 终 使 优 惠 区 与 非 优 惠 区 税 后 回 报 率 趋 近 市 场 均 衡 水 平 ， 实 现 宏 观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Jennings等，2012；陈运森等，2018；Markle等，2020）。隐性税负具有宏微观协同的辩证属性：微

观上，其体现为企业获取税收优惠所支付的市场溢价（Berger，1993），虽在短期内会构成调整成

本，但长期看却可能通过倒逼效率提升转化为发展动能（Aghion等，2015）；宏观上，其直接衡量

税收优惠政策“开渠引水”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揭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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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质效的制度效应。因此，隐性税负并非政策的负面代价，而是将静态税负减免转化为动态

效率提升的关键环节，是政策引导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的健康产物与核心衡量尺度，深刻

体现市场经济“不破不立”的发展规律（Jennings等，2012）。

然而，我国市场分割与行政壁垒可能会削弱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效能。地方保护主义阻碍资

本流动、降低竞争强度，使政策红利陷入区域沉没，导致要素流动受阻、竞争未能深化以及资

源配置优化目标落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税收优惠政策需突破传统减税思维，转

向以消解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核心的精准调控，通过破除市场分割与行政壁垒保障隐性税负机

制运转，实现政策效能的跨区域传导，这是重构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既有研究大多聚

焦显性税负及其对企业的直接影响（范子英和彭飞，2017；詹新宇和于明哲，2024），却忽视非完

全竞争市场下制度性摩擦对税收中性的扭曲。当税收优惠引导的资本流动遭遇制度性摩擦：市

场分割阻碍要素流动，扭曲税收中性作用范围；行政壁垒抬高企业跨区经营合规成本（田彬彬

等，2024b），二者共同干扰隐性税负机制。其后果是政策目标与企业有效激励结构性偏离，区域

政策套利空间压缩、跨区经营需支付高额合规溢价，耗散政策红利，导致税收优惠→资源配置

效率的传导链断裂，而根源就在于隐性税负机制因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阻碍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举措，为重构税收优惠政策

效能提供了重要制度契机。该制度通过非禁即入原则消除地域壁垒与审批冗余，降低要素跨区

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主体自由流转与公平竞争，推动地方政府竞争从政策洼地锦

标赛转向治理效能竞争。这一制度变革深刻重塑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传导机制。要素跨区流动对

税收优惠的敏感度提升，加速资源涌入优惠领域并深化竞争，推动该领域税后收益率更快地向

市场均衡水平收敛，最终建立税收优惠→要素自由重置→隐性税负强化→税后收益趋同的传

导链，使政策超越静态财政补贴局限，转型为动态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引擎，驱动市场统一度

提升—隐性税负强度增强—政策有效性跃升的协同演进。既有研究肯定了该制度对营商环境、

要素配置效率、市场公平竞争和微观经济实体的积极影响（张韩等，2021），但未深入揭示其对

税收优惠核心效能传导机制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阐明其如何通过降低制度成本、畅通要素流动

来强化隐性税负机制并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本研究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22年A股上

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对税收优惠政策效能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方法论上，构建以隐性税负强度为核心指标的财税政策协同评估框

架，突破传统显性税负静态分析局限，揭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降低要素跨区流动的制

度性交易成本、增强税收优惠隐性税负效应的机制，为理解制度完善与财税效能提升的关系提

供微观证据。二是机制识别上，厘清并验证两条传导渠道：商品市场竞争激活路径，即负面清

单加剧产品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提升效率与创新，体现为税前收益率加速下降；生产要素配置

优化路径，即制度壁垒的消除促进要素向优惠领域高效流动，修正资本错配。三是应用层面，

系统分析了制度环境与企业特征对市场准入改革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深化了对隐性税负形

成边界条件的认知。异质性变量的调节效果分别源于融资约束缓解带来的要素响应灵敏性的

提升、显性合规成本的降低赋予市场机制更大的作用空间以及竞争同质性的增强导致对市场

信号敏感性的提高。这一发现不仅强调了宏观政策环境与微观企业特征的关键调节角色，也为

精准施策、优化货币政策、税收征管与市场准入改革的协同配合以最大化财税政策效能提供了

重要的决策依据。

34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5年第6期



二、  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假设分析

（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背景

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体现政府与市场关系，需在秩序维护与活力释放间动态平衡。我国市场

经济初期采用“正面清单”管理，虽规范了市场秩序，但衍生出准入壁垒高、创新活力受限等制

度性摩擦。为此，我国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准入治理从“法无授权即禁

止”向“法无禁止即可为”转型，使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开放统一现代化市场体系的

关键支撑和国家治理创新的强劲动力（陈升等，2020）。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国内市场的改革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

之外领域。随后，国务院陆续发布《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关

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实施路

径，为后续试点和推广筑牢根基。2016年3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得以制定，并

率先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省份展开试点。2017年11月，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围至重庆、浙

江、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11个省份，为全面推广积累经验。

2018年12月，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整合清单条款，形

成《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于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此版本的负面清单涵盖禁止类

清单与限制类清单，除禁止类清单和限制类清单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企业主体皆可依法平

等进入，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透明度与可操作性。依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制度实施成效，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迄今已历经5次动态修订，事项不断压减。根据2025年4月发布的最新版清单《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清单事项数量缩减至106项，相较于试点阶段压减幅度高达67.68%。

与正面清单管理制度相比，负面清单制度的治理价值体现在如下三重维度：第一，权力重构。

通过“依法列单、一单列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准入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

管。第二，效率提升。全国统一清单破除区域壁垒，提升企业跨区域投资效率。第三，创新激励。

宽松的准入环境会激发新业态的涌现，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周志方和韩尚杰，2023）。

（二）文献回顾

1.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及隐性税收理论。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广泛实施，学界对其有效性

研究主要有两条脉络：一是聚焦落地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学者指出制度性交易成本（田彬彬

等，2024b）、税收任务压力（田彬彬等，2024a）会阻碍优惠落地，而备案制改革、压缩征管裁量权

可缓解此问题。二是考察经济效应，即分析税收优惠对企业微观行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赵仁

杰和范子英，2021；陈强远等，2022）。现有研究虽从多维度评估政策效果，但普遍存在视角静态

化、聚焦受惠主体即时响应的局限，未能充分捕捉政策在受惠与非受惠主体间、微观企业行为

与宏观经济表现间的动态传导与交互作用。在此背景下，隐性税收理论的发展为弥补上述研究

空白提供了新视角。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为隐性税负，其是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后在竞争性市场

中承担的、体现为更低税前回报的经济负担。隐性税负具有双重属性：微观层面是企业为获取

税收优惠而需支付的市场溢价；宏观政策层面则是衡量税收优惠政策能否有效引导资源配置、

实现政策目标的核心指标。

隐性税收理论源于金融投资领域。学者观察到投资者倾向购买免税债券导致其价格上升、

实际利率下降，使投资者通过接受较低税前收益率承担隐性税负（Scholes和Wolfson，1992）。该

理论提出均衡状态下所有投资风险调整后税后回报趋同，后续研究证实了其普遍性。Wilki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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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国公司税收补贴与税前股本回报率负相关；Berger（1993）证明研发抵免通过增加研发支

出与降价产生隐性税负；Chen和Hung（2010）及陈运森等（2018）也在中国情境下证实了隐性税

负的存在性。理论研究表明，有效市场中资本流向低税率企业，将推高成本并压低价格，降低

其税前回报，最终实现不同显性税负企业的税后回报均衡（Scholes和Wolfson，1992；Jennings等，

2012）。此过程揭示了隐性税负的核心逻辑：虽对受惠主体意味着税收优惠利益流失，但政策制

定者旨在通过市场信号引导资源向目标领域流动。隐性税负的发生程度直接映射市场对政策

的 响 应 强 度 ， 故 成 为 观 测 政 策 有 效 性 的 关 键 指 标 （ Jennings等 ， 2012； 陈 运 森 等 ， 2018） 。

Guenther和Sansing（2023）进一步阐明其传导机制：税收优惠通过产品市场（价格效应让渡消费

者）、要素市场（成本效应让渡劳动者）和资本市场（资本化效应让渡股东）实现再分配。

隐性税收理论提出后，学者们对其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探索。Salbador和Vendrzyk（2006）证

实 非 竞 争 性 行 业 内 的 市 场 势 力 能 有 效 抑 制 隐 性 税 负 ， 帮 助 企 业 保 留 税 收 优 惠 利 益 ；Chen和

Hung（2010）从宏观层面发现，经济增长受抑制，而资本投资增长会促进隐性税负；Jennings等

（2012）考察1986年税改（TRA86）后企业隐性税负显著下降，主要归因于激进的税务筹划和避

税天堂的利用；Markle等（2020）则指出经济开放度和智力资本投入通过增强市场力量、降低投

资敏感度来弱化隐性税收影响；陈运森等（2018）基于中国情境提出政企政治关系赋予的垄断

性税收优惠会削弱隐性税负的运行机制。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市

场力量或制度性壁垒阻碍了资本自由流动，导致部分乃至全部税收优惠利益滞留企业内部，削

弱了税收优惠政策作为资本配置工具的效力（Berger，1993）。由此可见，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效

果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本身，更深刻地受制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而隐性税负恰是

诊断政策是否有效的关键指示器。

2.市场准入管制放宽的经济效应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界定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学术争鸣的焦点在于政府干预的“度”与“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供了独特的制度

实验场。市场发育初期，行政审批制度通过准入管制降低失灵风险；但随着经济体制转型深

化，其制度成本凸显，唐亚林和朱春（2014）等学者提出，这种管控型行政管理方式严重抑制经

济社会发展活力。为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突破口推动简政放权

改革，为研究政府职能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准自然实验场景。既有文献从多维度揭示了市场准入

管制放宽的经济效应。微观层面，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缓

解要素错配等方式促进企业创新（周志方和韩尚杰，2023；侯建翔和王科斌，2025），提升企业投

资效率（王雄元和徐晶，2022）与全要素生产率（耿明阳等，2023；张宽等，2023），推动供应链多

元化配置（郭娟娟和徐乾宇，2025），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管照生和詹宇波，2025），并降低企业产

能过剩程度（张韩等，2021）。宏观层面，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则大力促进了地区专业化分工与

市场整合（考秀梅和谢申祥，2025），激发了城市创业活力（方观富等，2025），同时提升了就业弹

性（吕志军和王贞洁，2024）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谢贤君和王晓芳，2020）。

梳理文献可见，尽管市场准入管制改革与隐性税负的研究颇丰，但现有研究尚未触及关键

机制：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如何通过隐性税负渠道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税收优惠旨在通过

资本重置实现区域或行业均衡发展，但行政审批形成的要素流动壁垒致使政策红利陷入区域

沉没。罗鸣令等（2019）发现，企业所得税优惠虽促进西部地区税基增长，但增幅不足以抵消税

率下降的影响，且“虹吸效应”主要发生在邻近、基础条件相似的高税率地区，最终导致西部地

区所得税收入显著减少。那么，随着负面清单制度消解准入摩擦，税收优惠的资本引导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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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得以强化？其传导机制如何？这些问题亟待理论突破与实证检验。

（三）假设分析

隐性税收理论认为隐性税负的实现依赖市场完全竞争假设，但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摩擦

因素会阻碍资本流动，削弱集聚效应，使税收利益滞留企业，难以释放政策红利（Jennings等，

2012）。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前，准入规则不统一、门槛高且依赖地方裁量权，易引发效率低下、寻

租等问题，损害竞争公平性与充分性，加剧资源错配。然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明确

政府的权力边界，实现“全国一张单”，构建公平统一、开放透明的准入规则，打破行政垄断与

市场分割，消除隐形壁垒、制度性歧视和不合理限制，降低交易成本。管制放宽后，市场主体能

以更低的成本进入税收优惠领域，形成竞争压力与资源挤压，推动要素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下

降，压缩企业税前收益率（Jo等，2022）。相较于此前，该制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扫除资本

流动障碍，加速资源向政策引导方向集聚，强化隐性税负形成机制。

第一，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可通过激活市场竞争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管制放宽使市场

主体能依法自由平等进入清单外领域，增强自主决策能力。市场主体摆脱过多行政束缚后，可

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战略，灵活调整经营，进而激励创新模式、优化产品服务，有效激发市场

活力（白俊等，2024）。这种活力既体现为主体数量的增长，也表现为创新能力与运行效率的提

升（张悦等，2023）。同时，管制放宽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遏制不正当竞争与垄断，

使市场主体凭实力赢得地位，促进良性互动与秩序完善（Pan等，2023）。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资源更合理地流向税收优惠领域，释放积极财政政策效力，助力产

业升级、效率提升以及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张韩等，2021）。

第 二 ， 市 场 准 入 管 制 放 宽 可 通 过 要 素 配 置 优 化 效 应 提 高 税 收 优 惠 政 策 的 有 效 性 。 根 据

Guenther和Sansing（2023）的理论模型，税收优惠政策让渡的利益会通过产出价格、劳动要素价

格或资产价值资本化等形式传导。隐性税负的实现既依赖产品市场的价格机制，也需要素市场

配置功能的支撑。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市场不完善、制度约束等导致要素流动受阻、价格失

衡，资源配置难达最优（周正柱和马婷婷，202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统一市场准入的

顶层设计，构建强约束机制，减少地方政府对要素流动的不当干预与行政壁垒（张宽等，2023），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全国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明确政府

与市场在要素市场中的角色和边界，推动政府履行监管服务职能，同时发挥市场配置决定性作

用（刘斌和赖洁基，2021；周志方和韩尚杰，2023）。在此制度下，要素可依据市场价格机制在区

域、行业和企业间的高效流动，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精准引导要素流向支持领域，最大化政策效

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稳健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市场准入管制放宽能够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

假设2：市场准入管制放宽能够通过市场竞争激活效应和要素配置优化效应提高税收优惠

政策的有效性。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施行时间，本研究以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

司为初始样本，并经由如下筛选流程以保障研究的科学性：（1）剔除净利润、所得税费用和税

前收益率呈负值的样本；（2）剔除实际所得税率小于0或大于1的样本；（3）剔除样本期内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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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O年度以及退市状态的样本；（4）考虑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2016年开始实施，为确

保制度实施前后样本公司的可比性，剔除上市日期在2016年及以后的样本；（5）剔除金融保险

类公司样本；（6）剔除关键研究变量数据缺失或存在明显异常值的样本，并仅保留至少连续3年

不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经此筛选，最终获取25 996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为削弱异常值的影

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公司层面的数据源自CSMAR与

WIND数据库，宏观层面数据则取自各地区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参考陈运森等（2018）的方法，构建如下模型测度隐性税负以检验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

PTRi jkt = α0+α1×TS i jkt +
∑

Controlsi jkt +γi+ρ j+δt +µkδt +εi jkt (1)

i j k t PTR

PTR

PTR

∑
Controls

γi ρ j δt µkδt

ε

α1 α1

α1

，α1

其中， 、 、 、 分别代表企业、地区（省份）、行业和年份。 表示企业税前收益率，鉴于税收优

惠可能通过市场预期影响公允价值（Guenther和Sansing，2023），且该效应通常不会完全反映账

面价值，基准回归以利润总额与年末市值之比来度量 ，以估计基于经济回报的隐性税负。

在稳健性检验中，则采用利润总额与年末所有者权益之比来度量 ，并进行再估计。税收优

惠（TS）的度量采用国家最高法定税率与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之差（TS），旨在剥离企业避税行为

对税收优惠指标的干扰（叶康涛和刘行，2014）。稳健性检验使用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

（TS_1）来验证。 是企业和地区层面一系列特征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为企业固定效应，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为行业和时间的交互固定

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此外，该模型在企业层面针对统计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以此缓解异方

差及自相关问题。根据隐性税收理论，享受税收优惠（TS）的企业，其税前收益率（PTR）预期会

因市场竞争而降低。因此，模型（1）中TS的系数 衡量了PTR对TS变动的响应程度。若 显著为

负，则表明存在由税收优惠引发的、通过降低税前收益率体现的动态调整过程。此时， 的绝

对值大小直接反映了隐性税负效应的强度（ITax） 绝对值越大，意味着隐性税负效应越强，

同时也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市场行为方面越有效。为了进一步验证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

对隐性税负的影响，本研究借鉴王雄元和徐晶（2022）等人的研究方法，根据政策试点进程，采

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构建模型（2）：

α1 = β1+β2×OPEN i jt (2)

OPEN

OPEN OPEN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为虚拟变量，依据企业所在省份是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设

定。参照曾皓（2024）、白俊等（2024）的研究，赋值规则如下：（1）第一批试点（4省份）：2016年及

以后年份取值为1，2016年之前取值为0；（2）第二批试点（11省份）：2017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

2017年之前取值为0；（3）全国实施阶段：鉴于该制度于2018年12月在全国推行，考虑到政策实

施效果的滞后性，本文将全面实施的起始年份界定为2019年。因此，2019年及以后年份，所有企

业的 均取值为1。将模型（2）代入模型（1），并加入 单项以控制负面清单制度对企

业税前收益率的直接效应，由此构建模型（3）：

PTRi jkt = α0+
(
β1+β2×OPEN i jt

)
×TS i jkt +α2×OPEN i jt +

∑
Controlsi jkt

+γi+ρ j+δt +µkδt +εi jkt
(3)

β2

OPEN ×TS β2

由隐性税收理论和模型（2）的设定， 衡量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隐性税负的净影

响。若交互项 的系数 显著为负，则表明放宽市场准入管制增强了隐性税负，进而

提升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

考虑到2016—2022年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历经多次修订，本文参照马融和王光丽（202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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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2016

Degree Degreet Nt Nt

Degree2018

Deg_OPEN i jt Degreet ×OPEN i jt OPEN i jt Deg_OPEN i jt

Deg_OPEN ×TS

强度DID方法进行补充检验。具体地，借鉴冉明东等（2023）设计构建开放程度指数：以2016年试

点版清单事项数（328项）为基准，设该年开放程度（ ）为1；2016年前年度因政策尚未

实施， 统一取0；后续年度指数定义为（ =328/ ），其中 为 t年负面清单事项数

量。例如，2018年清单数量为151项，故 =328/151≈2.172。基于此构造强度DID变量

= ，然后将模型（3）中的 替换为 ，则其交互

项 的系数直接反映市场准入开放程度对隐性税负的边际影响。
 
 

表 1    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元）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上市年限 AGE 企业上市年限（年）加１的自然对数

公司成长性 GRO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１,否则为0

现金流量比率 CFO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与营业收入之比

股权集中度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

董事会独立性 INDEP 年末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

董事会规模 BOARD 年末董事会人数之和的自然对数

市场化水平 MARKET 借鉴樊纲等（2016）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衡量地区制度环境

经济增长速度 Inc_GDP 企业所在省份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显示OPEN的均值为0.392，表明有39.2%的样本受到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冲击。税收优惠TS的均值为0.0594，表明样本中企业平均享受5.94%的税

收优惠。其他控制变量的取值分布均在合理区间范围，且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和列（2）展现了模型（1）在控制固定效应

前后的估计结果。TS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印证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加剧市场竞争降

低企业税前收益率，符合隐性税收的理论预期。列（3）−（5）中报告了基于模型（3）的关键交互

项OPEN×TS的 回 归 结 果 。 其 中 ， 列 （4） 控 制 了 固 定 效 应 但 未 纳 入OPEN单 项 ， 列 （5） 为 加 入

OPEN项后的结果。所有模型设定中OPEN×TS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

著强化了税收优惠的隐性税负效应，研究结果支持假设1（市场准入放宽提升税收优惠政策有

效性）。列（6）和列（7）的结果显示，Deg_OPEN×TS的系数显著为负，证实市场准入开放程度与

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存在正向边际关系。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估计模型有效的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受政策冲击前满足平

行趋势假设。鉴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的多期性，参考王雄元和徐晶（2022）等

人的研究，借助事件研究法构造动态DID模型以验证趋同假设。另外，由于2019年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不再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所以将2016年和2017年15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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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省份地区的企业样本设置为实验组，定义变量Treat=1，其他样本Treat=0，同时将样本区间设

定为2012—2018年。具体模型如下：

PTRi jkt =α0+α1×TS i jkt +

t⩽2∑
t⩾−4,t,−1

α2,tPolicyi j,t ×Treati×TS i jkt +

t⩽2∑
t⩾−4,t,−1

α3,tPolicyi j,t

×Treati+
∑

Controlsi jkt +γi+ρ j+δt +µkδt +εi jkt

(4)

Policyi j,t

Policyi j,−4

α2,t

Policy×Treat×TS

α2,t α2,t

α2,t

其中， 为衡量负面清单制度试点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其构造基于企业所属省份

的试点启动年份，例如，2016年试点省份企业受到政策冲击的前4年（2012年） 赋值为

1， 其 他 样 本 赋 值 为0；2017年 试 点 省 份 对 应 前4年 为2013年 ， 以 此 类 推 。 其 中 ， 为 交 互 项

的系数，表示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对隐性税负影响的差异。图1为

依据模型（4）中 估计系数绘制的图形，从中可知，政策实施前所有 估计值在10%水平上

均不显著，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隐性税负在政策实施前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年份， 估计系数显著小于零，表明负面清单制度显著降低了企业隐性

税负，这与理论预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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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表 2    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对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PTR

（1） （2） （3） （4） （5） （6） （7）

OPEN×TS
−0.117*** −0.070*** −0.097***

（−8.46） （−6.96） （−7.26）

Deg_OPEN×TS
−0.038*** −0.042***

（−7.36） （−7.26）

TS
−0.122*** −0.019** −0.077*** 0.011 0.022** 0.019* 0.023**

（−13.85） （−2.00） （−8.57） （1.01） （1.98） （1.76） （2.07）

OPEN
0.011*** 0.006***

（8.59） （4.72）

Deg_OPEN
0.002**

（2.4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R2 0.370 0.676 0.376 0.677 0.678 0.678 0.678
Observations 25,996 25,996 25,996 25,996 25,996 25,996 25,996

　　注：括号内为经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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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熵平衡匹配法。参考Pan等（2022）的研究，对协变量施加一阶、二阶及三阶矩约束，通过熵

平衡法使实验组与对照组协变量分布平衡。加权回归结果（留存备索）中交互项OPEN×TS的系

数依然显著为负，证实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核心结论稳健。

3.异质性效应处理。为了缓解政策分批试点存在的估计偏误问题，借鉴张宽等（2023）的方

法，进一步设计传统DID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第一批试点省份设为实验组（Treat=1），

除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外的省份设为对照组（Treat=0），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9—2018年，展开

传统DID回归。同样，把第二批试点省份设为实验组、非试点省份设为对照组，再次进行传统

DID回归。两次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核心解释变量OPEN×TS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

了结果的稳健性。

4.安慰剂检验。为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虚假回归，通过随机抽取同等省份样本、生成随机

政策时间构建伪政策变量，并重复1 000次安慰剂检验。图2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虚拟政策与税

收优惠交互项系数无显著差异，概率密度呈正态分布，表明企业隐性税负的增加确因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而非随机因素所致，进一步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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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
Controls×TS

5.其他稳健性检验。参考以往文献，本研究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留存备

索）：（1）对政策指标的重新赋值。因首批试点于2016年4月启动，第二批试点于2017年11月启

动，故首批企业2016年OPEN_2赋值为0.75，之后年份为1；第二批企业2017年OPEN_2赋值为

0.167，之后年份为1；其他样本在2019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2）税收优惠指标的替代。参考陈

运森等（2018）的做法，以国家最高法定税率与企业实际税率差值作TS_1。其中实际税率的计算

方法，即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税前利润。（3）税前

收益率指标的替代。为排除管理层机会主义对税收优惠与税前收益率关系的干扰，计算扣除该

影响的税前收益率PTR_1=（税前利润+管理费用）/市值；另外，参考既有研究，采用利润总额与

年末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来衡量，即PTR_B1=税前利润/所有者权益，PTR_B2=（税前利润+管理费

用）/所有者权益。（4）重置样本筛选过程。一是因2019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国推广，将样

本限定为2012—2018年（以保持政策实施前后对称性），得到子样本Ⅰ；二是重新纳入原筛选中

剔除的2016年后上市企业，得到子样本Ⅱ。（5）替换估计模型。考虑到控制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

OPEN×TS的潜在影响，在原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与TS的交互项，即 。

上述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中的交互项OPEN×TS的系数均至少在10%的水平显著为负，排除了

之前结论受到某些遗漏因素干扰的可能性，表明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能够增强税收优惠政策

有效性的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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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响机制与扩展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主要通过产品市场竞争激活效应和要素配置优化效

应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本研究参考以往文献从不同维度选取机制变量检验其作用

机制。

1.市场竞争激活效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精简审批、降低门槛赋予市场主体更大

的自主权，营造开放公平环境，使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更多的企业进入相关领域，加剧竞争并推

动价格下降，最终将优惠利益传导至消费者，实现政策经济效益最大化。本研究借鉴牛志伟等

（2023）的方法，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算省份-行业层面市场竞争程度（MKTE，值越小，则竞争强

度越高），并构建模型（5）来检验负面清单制度对市场竞争强度的放大效应：

MKT E jkt = β0+β1×OPEN jt +γProvX jt +ρ j+µk +δt +ε jt (5)

ProvX

ρ j µk δt

其中， 为省级控制变量，包括税负水平、社会消费水平、财政支持力度、第一产业增加值

和地区人口密度。 、 、 分别为省份、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表3列（1）显示，OPEN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显著提升市场竞争强度。为探究竞争激活效应

的微观表现，引入企业市场加成率
①

（Markup）作为微观机制变量。列（2）中OPEN系数显著为

负，说明准入的放宽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列（3）显示市场竞争强度的提高（MKTE降低）显著降

低微观加成率，证实了“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市场竞争激活→企业市场加成率降低→税收优惠

政策隐性税负效应强化”的传导路径。此外，参考王雄元和徐晶（2022）的研究，从产权性质考察

竞争公平性作用。国企常常凭借政治关系获得垄断性税收优惠，隐性税负较低；准入放宽理论

上冲击不公，使隐性税负下降更明显。表3列（4）和列（5）显示，国企样本中OPEN×TS系数显著

高于非国企样本，印证了准入放宽可以打破行政垄断、削弱关系型优惠，从而提升税收优惠有

效性。
 
 

表 3    机制一：市场竞争强化效应

变量名称

（1） （2） （3） （4） （5）

MKTE Markup Markup
国有企业
PTR

非国有企业
PTR

OPEN −0.012***（−3.46） −0.012**（−2.06） 0.010***（4.65） 0.002（1.39）

MKTE 0.219***（3.17）

OPEN×TS −0.151***（−6.09） −0.056***（−3.7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R2 0.703 0.587 0.567 0.692 0.636
Observations 4 706 22 073 22 073 10 313 15 594

组间系数差异 P=0.00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中列（1）聚类至省份层面，其余列聚类至企业层面。列（2）和列（3）样本量的变动源于因变
量估算中的变量缺失；列（4）和列（5）分组样本量总和与基准样本的偏差，源于企业固定效应模型自动剔除单观测值个体。
分组检验中的组间系数差异P值采用Fisher组合检验（Bootstrap=2000）计算。下同。
 

2.要素配置优化效应。理论分析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导致资源配置失当，阻滞税收优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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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考De Loecker和Warzynski的结构式模型（DLW方法），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可变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系数 ，然

后根据此系数计算企业的市场加成率，即 ，其中 表示中间品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



RM =

导，弱化政策效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可以强化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畅通政策传导机

制（顾功耘，2014）。参考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的方法，本文构建地区（省份）层面的要素市场

扭曲程度指标，即 [max（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max（要素市场的

发育程度），其中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取自王小鲁等（2020）的市场化指数。该指标值越高，表明要

素市场错配越严重。同时，基于模型（5）构建模型（6），以检验负面清单制度对地区要素配置的

影响。

RM jt = β0+β1×OPEN jt +γProvX jt +ρ j+δt +ε jt (6)

ProvX ρ j δt其中， 、 、 的含义同模型（5）。表4列（1）显示，OPEN的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市场准入管制放宽有效缓解要素错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强化税收优惠政策有效

性。要素配置优化效应进一步作用于微观主体的要素结构与配置效率：一是准入门槛降低推动

劳动力跨部门流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触发工资竞争效应，最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管照生和詹宇波，2025）。二是准入壁垒的降低加速资本要素流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检

验机制，构建要素配置效率代理变量：劳动收入份额（LS）按照管照生和詹宇波（2025）的方法，

通过公式“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计算得出；选取股票流动性（LIQ）表征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测算

方法遵循吴非等（2021）和Amihud（2002）的研究设计。表4列（2）−（5）显示，要素错配降低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与股票流动性，而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有效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和股票流动性，验证了双重传导路径：准入放宽改善劳动（体现为LS的上升）与资本（反映为

LIQ的提高）配置，共同强化隐性税负，提升税收优惠有效性，证实该制度通过双维度优化增强

政策有效性。
 
 

表 4    机制二：要素配置优化效应

变量名称
（1） （2） （3） （4） （5）
RM LS LS LIQ LIQ

OPEN −0.053***（−3.67） 0.011***（4.85） 0.000**（1.98）

RM −0.029*（−1.74） −0.002*（−1.8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R2 0.808 0.761 0.761 0.762 0.648
Observations 434 24 853 24 853 24 639 24 639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货币政策环境的异质性分析。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体系，财政政策与货币

政策各自发挥独特优势，但需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以实现多重宏观调控目标。税收优惠政

策作为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旨在引导微观企业的经营、投资和融资决策，但这些决策也会受

到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货币政策环境的深刻影响。在紧缩的货币政策环境中，企业资金成本

上升，投资意愿减弱，即使市场准入壁垒降低，可流向税收优惠领域的资金可能也会相应减

少 ， 从 而 削 弱 政 策 效 应 。 而 在 相 对 宽 松 的 货 币 政 策 环 境 中 ， 情 况 则 相 反 。 因 此 ， 本 研 究 以

MP（MP=M2增长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测度货币政策环境，在模型（3）中加入三重交互项

MP×OPEN×TS，表5列（1）显示其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积极货币政策可强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对隐性税负的影响。另外，本研究还根据MP的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如表5列（2）和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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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环境中，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对隐性税负的影响更大，与理论预期

一致。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

竞争。这不仅进一步放大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正面效应，增加了税收优惠领域的资本供应量，加

速了税收优惠政策效力的释放，还显著提升了企业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响应速度和效

果，促进了企业投资扩张，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基于地区税收征管环境的异质性分析。从政策实施的视角来看，税收政策的切实推行与

地区的税收征管环境紧密相关。一方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前，地方政府行政审批自

由裁量权易形成隐性进入阻碍，增加资本自由流入税收优惠领域的难度，尤其是在税收征管较

弱地区，垄断性的关系型税收优惠更突出，资本流动性差，隐性税负效应较弱。因此，市场准入

管制放宽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所受政策冲击更强。另一方面，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后，

大量资本涌入税收优惠领域，其中可能存在避税意图的策略性投资，而高税收征管强度可在一

定程度上筛除此类机会主义行为，使隐性税负效应减弱。由此推测，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环境

中，隐性税负受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的冲击更明显。借鉴叶康涛和刘行（2011）的方法，

以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估算税收收入之比衡量地区税收征管强度（TE），该比值越高，则征

管强度越高。表5列（4）显示，交互项TE×OPEN×T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5）和列（6）的分组

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对隐性税负的影响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更显

著，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 5    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称

被解释变量：PTR

（1） （2） （3） （4） （5） （6） （7） （8） （9）

MO=MP
积极货币

政策

稳健货币

政策
MO=TE

高税收征

管强度

低税收征

管强度

MO=
Strategy

低战略差

异化

高战略差

异化

MO×OPEN×TS
−0.008*** 0.054* 0.036*

（−3.91） （1.69） （1.91）

OPEN×TS
−0.100*** −0.101*** −0.087*** −0.147*** −0.061*** −0.100*** −0.117*** −0.120*** −0.042**

（−7.73） （−6.24） （−5.82） （−4.50） （−2.74） （−4.88） （−6.67） （−6.44） （−2.5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R2 0.655 0.658 0.699 0.678 0.499 0.702 0.678 0.688 0.702
Observations 25,996 14,291 11,655 25,996 13,226 12,425 25,605 12,953 12,558

组间系数差异 P=0.046** P=0.042** P=0.000***
 

3.基于企业战略差异的异质性分析。尽管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来看，隐性税负的存在是税收

优惠政策发挥效用的有力体现，但对微观企业而言，这却意味着企业价值的流失。以往研究表

明，企业市场力量能够助力企业抵御税收优惠政策的外部冲击，减轻隐性税负，使更多的税收

利益留存于企业内部。因此，市场准入管制的放宽与隐性税负的关系或许会受到企业层面某些

因素的左右。譬如，战略定位乃是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培育市场力量的顶层规则。当税收优

惠政策的引流效应使市场竞争加剧时，采用趋同战略的企业通常会面临更为激烈的同质竞争，

难以构建竞争优势以抵御税收优惠的隐性税负效应。而采取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因其具备难以

模仿的特性，往往拥有更强的市场力量，从而能够削弱隐性税负效应。因此，当市场准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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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时，其对隐性税负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战略的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鉴于此，借鉴叶康涛

等（2014）的方法测算了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的程度，即战略差异度指标（Strategy），并构建

交互项以进行异质性分析。如表5列（7）所示，Strategy×OPEN×TS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战

略差异程度越高，其隐性税负受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冲击就会越小。分组检验结果也进

一步证实了差异化战略更有利于企业塑造核心竞争优势，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帮助企业抵

御外部经营环境的冲击，同时也有益于企业增强税收管理能力，更有效地留存税收利益。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基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其核心

制度创新，通过破除地方保护、消除市场分割以及畅通要素流动，有效疏通了经济循环的堵

点。本研究以该制度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宽对税收优惠政策效能的

影响，重点关注其通过强化隐性税负机制提升政策有效性的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显著强化了税收优惠政策的隐性税负效应，提升了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充

分释放了国家政策红利。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主要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提升资

源配置效率：一是产品市场竞争激活效应，主要通过增强市场竞争强度和公平性，推动资源向

税收优惠领域集聚；二是要素配置优化效应，通过降低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资本、

劳动力等要素向优惠领域配置的效率。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有效提升了企业的隐性税负强

度，构成了政策有效性增强的核心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一强化效应在货币政

策相对宽松、税收征管强度较低以及企业战略差异化程度较低的情境下尤为突出。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首先，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夯实政

策效能释放的制度基础。研究证实市场分割是制约税收优惠效能的关键瓶颈。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通过统一准入标准、破除地方保护与行政垄断，有效降低了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

本，为隐性税负机制的有效运行创造了条件。未来应紧密结合市场主体需求与产业发展实际，

动态优化清单机制及配套细则，着力疏通隐性壁垒与政策执行堵点，协同推进土地、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经济循环关键环节，为税收优惠精准引导资源提供坚实载

体。其次，强化宏观政策协同是精准提升效能的关键。在复杂环境下，需重点加强财政政策特

别是税收优惠政策、货币政策与税收征管政策的统筹协调。研究显示，宽松货币环境与适度征

管强度能放大市场准入改革对隐性税负的强化效应。政策制定需精准把握窗口期与力度，例如

在推进重大市场改革时，可辅以适度宽松的流动性支持；税收征管层面需平衡效率与公平，避

免过度干预而挤压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同时，应健全财政、央行和税务等核心部门的跨层级

协调机制，打破信息壁垒，确保政策目标一致、精准发力，形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合力。最

后，引导企业适应统一大市场新格局至关重要。企业需深刻理解政策目标从减税让利转向效率

激励，主动摒弃政策套利思维，将资源实质性投入创新与效率的提升，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获

取市场回报。同时需优化决策机制，提高对税收优惠信号及市场竞争变化的响应速度与效率，

主动将发展战略融入国家产业布局。企业还应充分认识竞争深化带来的常态压力，建立健全包

括财务韧性、创新风险在内的综合风险管理体系。总之，通过深化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制度障

碍、优化关键政策协同创造有利环境、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来夯实微观基础，方能充分释放税收

优惠的政策红利，驱动资源配置效率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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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ccess Deregul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Negative List for Market Access

Zhou Shuya1,  Fang Yi1,2,  Hou Jiaqi1
(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130012, China )

Summary: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sustained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and  the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China’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arket  access  deregul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incentives  through  the  unique  lens  of

implicit tax effects. Util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gative list for market access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is  institutional  reform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ax incentives by intensifying implicit tax. Specifically, market access deregulation

drives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toward  policy-targeted  sectors,  unleashing  the  efficiency

competition effect of tax incentives. Mechanism testing indicates that this effect primarily operates

through  the  dual  channels  of  activating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optimizing  factor

allocation.  These  channel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oward  tax-favored

regions  or  industri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implicit  tax  and  enhancing  policy  effectivenes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more  pronounced  effects  in  environments  with  relativ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and  weaker  tax  enforcement  intensity,  and  in  firms  with  lower  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manifests  the

“efficiency indicator” attribute of implicit tax through institutional barrier removal, transforms tax

governance  from  benefit  distribution  to  efficiency  competition,  and  prompts  market  entities  to

spontaneously  alloc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  under  the  post-tax  income  convergence  mechanism,

endogenously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market  access  reforms  enhance  fiscal  policy  efficacy  through  implicit  tax

transmiss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fisc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in China’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ramework.

Key words: implicit tax; negative list for market access; competition activation effect; factor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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